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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历经拨乱反正、恢复重建，从“三个面向”、开放借鉴，到

强化反思、关注元理论，再到转型发展、理论与实践同建共构的过程。考查这一时段的教育科学研究，始终

贯穿着对教育学自主性的追求，进而也在回应教育实践诉求中发出了应答。作为知识生产的教育科学研

究，从教育观念、思维方式，到研究领域、咨询服务、教育话语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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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知识或思想的产生、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在知识社会学看来，任何一
种知识或思想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特定的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
等社会文化之间有密切联系。中国正逐渐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开始在社会中占据中心地位，研究
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正成为中国学者的义务与责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我国教育科学研究
从恢复重建到蓬勃发展，走过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考查教育科学研究３０年的变迁，不难看出，作为知识生产的教育科学研究，不仅受特定时代的历史情境
和时代精神的召唤，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而且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促进了教育改革和发展，为教育
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一、拨乱反正、恢复重建（１９７８－１９８２）

１９７８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中国社会由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结束了长达１０年的“文化大革
命”灾难，政治上进入了一个“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对所谓“两个估计”和“两个凡是”的批判，
以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发出了思想领域解放与变革的先声。随着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教
育理论界也在思想上冲破了禁区，对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期间遭到惨重破坏的重大教育基本理论问
题进行重新认识或反思，尤其对宏观教育问题予以特别的关注。

建国以来，我国实行向苏联学习的一边倒政策，教育学以苏联为蓝本，批判抛弃了一些西方教育理
论。从此，苏维埃教育学一统天下。１９５８年开始提倡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批判苏维埃教育学，但是
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干扰，中国自己的教育学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起来［１］３－６。致使我国教育学深深植根
于建国以来主导意识形态的话语结构里，成为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内容的一部分。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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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经过１９７８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教育科学研究的恢复重建进入实质阶段。
先后就教育起源、教育本质、教育功能、教育价值、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经济的关
系、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等重大教育理论问题展开讨论、研究与争鸣，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
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以及新的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教育本质的大争论是新时期教育领域具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１９７８年，于光远在《学术研究》杂志
上发表题为《重视培养人的活动》的文章，认为“在教育这种社会现象中，虽然包含有某些属于上层建筑
的东西，但是整个来说，不能说教育就是上层建筑，在教育与上层建筑之间不能划等号”［２］，由此拉开了
教育学术界有关“教育本质”问题的大讨论。这场争论持续了１０年之久，发表的论文有３００余篇。据不
完全统计，前后出现了２８种观点，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生产力说”与“上层建筑说”之辩、“双重属性说”与
“多重属性说”之辩、“社会实践活动说”与“特殊范畴说”之辩、“生产实践说”与“精神生产说”之辩、“社会
化说”与“个性化说”之辩、“培养人说”与“传递说”之辩、“产业说”与“非产业说”之辩［３］１４，等等。这一讨
论对教育学科发展的重大意义在于参加讨论的人大多不再沿用简单演绎的方式，从马克思主义有关社
会结构的一般结论中，推演出教育学的原理式结论；在于教育学界有了不同于自５０年代以来已经少见
或不允许出现的学术意义上的争论。由此带来的不仅是思想的解放，也是学术的解放，而且使学科基本
理论的研究与时代发展有了沟通［４］３－１７。正因为如此，紧接着引发了关于教育功能的探讨、关于教育产
业化的争论、素质教育的兴起等等，一些新的范畴进入研究视野。

这次讨论虽然对教育的本质属性并未达成统一的认识，一些达成共识的问题也未能得到完全解决；
但延续时间之长，论争之激烈、观点之纷呈、影响之广远，迄今为止，再没有哪个教育问题讨论可以与之
匹敌。这一学术现象的出现，既是教育学界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在学科建设上的必然反映，更是新时期
教育实践变革和教育科学发展高潮的即将到来对教育科学提出的挑战。不但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深化
了对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为后续的教育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确立教育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现
在看来，这场争论，不过是以学术讨论的形式（当时争论的参与者大都是来自于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育
学研究者）表达出来的新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诉求，是对于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诠释［５］３－１９。

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研究的恢复重建还有几个重要标志：一是恢复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各地纷
纷建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逐渐形成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科研网络；二是建立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体系，
教育科学研究得到经费资助；三是高校教育学科专业、教师队伍和学位点基本得到恢复和重建；四是创
建中国教育学会等教育社团机构，推动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展开。

二、“三个面向”、开放借鉴（１９８３－１９９１）

１９８３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此，“三个面向”就成
为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旗帜，决定了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研究的走向，并于１９８５年被写进《中共中央关
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中。“现代化”、“世界”、“未来”这些富有感召力的字眼，提供的是一个新的宏
大叙事：它以“现代化”概念为轴心，把“中国”和“世界”、“过去”和“未来”通过对比联结在一起，为从不同
立场出发言说中国文化和教育问题的人，提供了新的想象和思想空间［５］３－１９。

思想的枷锁一旦打开，原来积蓄的能量得到自然释放，教育科学研究迅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局面。从１９７９年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讲座稿）》面世，到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为止，国内公开出版各个
类别、各种层次的《教育学》共１１１本（包括哈萨克文的、朝鲜文的），尤以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为峰期。在这

１９７９－１９９０年１２年时间里，可谓风起云涌，火树银花，且多有融汇、取舍［３］１９－２４。在这么多教材面前，一
方面感到有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另一方面，又不时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议论。在这个阶段，与教
材并驾的是一批教育学专著的出版。例如厉以贤主编的《现代教育原理》（北京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张诗亚和王伟廉的《教育科学学初探》（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成有信主编的《现代教育引论》（河
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陈桂生的《教育原理》（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孙喜亭的《教育原理》（北
京师大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方展画的《教育科学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黄济和王策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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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教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陈桂生的《“教育学视界”辨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等。此外，不少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好多部教育学或教育丛书以及参考资料，如华东师范
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的《教育学参考资料》（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南京师范大
学、上海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师院教育学教研室合编的《教育学教学参考资料》（３
册，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瞿葆奎主编的《教育学文集》（２６卷共３０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起
出版）。如果说，教育学教材的编写与建设对教育学基础知识起到了一定的普及作用，那么，教育学著作
的出版则在更大程度上推动着教育学术的发展，也可以说，这些著作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教育学术发展
的水平。

改革开放，犹如一觉醒来，打开窗户，发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五彩缤纷。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世界教
育大发展、大改革的年代，是世界教育进入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可惜当时我国正在闹“文化大革
命”，对世界教育发生的重大变革一无所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眼界才被打开，于是开始积极引进国
外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最早引进的一本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１９７２年发表的教育报告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１］３－６。这一时期主要是介绍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德国、日本
六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改革发展的经验，同时引入各种教育思想，在我国最流行的有四位学者的教
育思想，即苏联赞科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思想，美国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
育理论和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此外，还大量介绍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展心理理论。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年代，介绍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和做法是解放思想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然而，
如何正确地引进和消化国外的先进经验，如何向先进的国家和学者学习，却是教育界还未深切体悟的问
题。所以，在对国外教育理论与思潮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较多停留在介绍或阐述的水平上，且
偏重于日、美、苏，而对欧洲大陆国家、英国、第三世界国家教育的研究数量不多，从整体上看，比较、分
析、创造性吸收还很不足，把发展教育理论的希望寄托在尽快从国外引进最新资料上，忽视或没有下大
力气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与理论问题［６］。由于当时最先翻译引进且流传较广的是美国学者布鲁纳的
《教育过程》一书，所以很快形成了像５０－６０年代中国盲目追随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一样的“言必称布
鲁纳”现象，在教育界，布鲁纳的思想几乎成了教育界的“圣经”。但是很快，在９０年代末教育界已经认
识到，这种“言必称希腊”式的研究是有诸多局限性的，中国的教育问题首先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任何先
进的理论都应该与中国的教育实际相结合［７］。针对教育学界“尊奉”西方思想渐成潮流的现象，有学者
一针见血地指出：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必须基于实践，对中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与
本土境脉与本土实践之中，不能用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与言说方式来套解中
国的社会现实和规引中国人的教育实践［８］。

三、强化反思、关注元理论（１９９２－２０００）

１９９２年，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鼓舞下，教育科学研究的自觉性明显提高。１９９３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加
强教育和理论的研究和试验，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和回答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经历了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和市场经济的洗礼，中
国知识界开始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１０年的实践及研究进行全面反思，一批具有自我反省意识的学者
“开始有意识地抽身于思想界，进入专业的学术界，通过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重建和传统国学的梳理，为
中国学术和文化奠定一个更扎实的知识基础”［９］。教育学界也不例外。教育学学科“自我意识”的加强，
始于对学科发展状态和影响发展问题的反思。对中国教育学在新时期发展的强烈愿望和责任感，激发
了这种反思的需要。首次对此作出探索的是雷尧珠１９８４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上发
表的《试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这篇论文。由此而开发了一个问题域，引出了从历史的角度反思教育学，
以及教育学科群中各科目的一系列反思性论文与专著，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形成学科发展研究的历史
性高潮。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由陆有铨主编的《２０世纪教育回顾与前瞻丛书》，它对教育学科各主要科
目的发展都作了世纪的梳理［４］３－１７。

教育科学研究反思还表现在对元理论的思考。所谓元理论，就是关于理论的理论，即对理论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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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元教育理论研究的兴起，意味着教育理论范围内“反思”也在不断深入［１０］。事实上，以“元研究”
为意识的反思在８０年代末就已开始，１９８７年叶澜《关于加强教育科学“自我意识”的思考》一文的发表
似可标示。随后，人们对教育学的反思日甚，关于建立“教育学史”、“教育科学学”的提议被学者相继提
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从１９９５年第１期起展开“元教育学”（ｍｅｔａ－ｐｅｄａｇｏｇｙ）专栏讨
论，发表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到９０年代末期以至世纪之交，元教育学及教育学元研究方面著
作的丰盛出版，把这种具有元研究特色的学术反思推至高潮［１１］。有关元教育学的理论讨论在学科信
念、研究范式、知识构成、话语规则以及教育学研究者共同体的学术生存方式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
推动了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

反思性与元理论，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反思性的强化与对元理论的关注，是世界范围内后
现代语境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特点。例如，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对
于社会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开启了一个反思社会学的维度。反思性，是布尔迪厄社会理论最独树一帜
也最令人神往的魅力所在。其意义，已经超出了社会理论本身，而在更广阔范围内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
学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而社会理论家Ｉ·沃勒斯坦则认为，反思能力是一个学者或科学家的基本能
力。科学研究不仅需要重思（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更需要否思（ｕｎｔｈｉｎｋｉｎｇ）：对学者和科学家来讲，重思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争议问题是相当正常的。当重要的新的证据推翻了旧有的理论和有关的预测无法成立时，
我们就会被迫去重新思考我们的前提。就这个意义而言，１９世纪社会科学的大部分，一直在被人们重
思。但是，除了这种常规性的重思以外，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否思”（ｕｎ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１９世纪的社会科学，因
为它的许多预设———在我看来，这些预设是误导的和阻碍性的———对于我们的心智有着太强大的控制。
这些预设，曾一度被认为是对人的精神的解放，但在今天却对有益地分析社会世界构成了核心的知识障
碍［１２］。由于布迪厄、沃勒斯坦等一批社会理论家不遗余力的提倡和实践，使得反思性成为全球范围内
后现代语境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乔治·Ｅ·马尔库斯则认
为，在人类学领域反思，是人类学研究获得突破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他认为，“现时代，人文学科中处于
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目前的理论反思决不局限于对观念的批评，而更重要的是针对
表述这些观念的范式风格（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ｔｉｃ　ｓｔｙｌｅ）而展开的。”所以，人类学“迫切的任务将依然是对传统写
作方式进行反思、对新的方式提出实验性的试探”［１３］。

由此可见，反思，是世界范围内众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化解危机、超越自身的基本方式。中国教
育科学的反思研究，既是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的反思性在中国问题中的落实，又具有自己的特点。从广
度上看，中国教育学界对于教育学自身困境的反思有历史考察，有现实分析，也有未来展望；有基于理论
与实践之关系的审视，有基于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关系的探讨，也有基于国际视野与本土关怀的阐
述，还有诸多涉及基本问题、开阔视野的总揽性研究。从深度上看，教育学界对于教育学自身困境的反
思也达到了一个相当的层次。总的来说，这种反思不再滞留于简单的问题罗列、肤表的原因分析及一般
的情绪宣泄，而是着力于一些根基性问题的追问。“挑战”、“困境”、“危机”是研究者们反思教育学自身
状况时常常使用的概念，应对挑战、摆脱困境、走出危机也可以说是近年来我国教育学人的共同努力，这
一努力的主旨在于追求中国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与本土原创性［１４］。

四、转型发展、理论与实践同建共构（２００１－）

１９９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致力于构建一个充满生
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明确提出要
“重视和加强教育科学研究，提高政府决策和管理的科学性”。《面向２ｌ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则提出
“要加强教育科学研究，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促进教育科研成果向实际应用转化。”科学研究与社会互
动，是进入２１世纪后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特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离的问题是一个多年煮不烂
的老问题。尤其当议及教育理论的发展或教育实践的进步时，大多都不能绕开它。当代中国教育发展
面临着由社会转型而生的一系列挑战。于是，要求理论界研究教育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之呼声日益强
烈，要求实践界学习新理论的舆论也日益高涨。无疑，这为新世纪推进中国教育理论界与实践界的结
合，共创理论与实践发展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契机［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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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是中国社会经历转型性变革的重要时期。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学术界就开始对社
会转型的关注和研究。１９９２年《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１６］首次
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转型”理论，且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由此，“社会转型”就成为描述
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同时也成为其他学科经常使用的分析框架。这一
背景下，教育同样面临着新的转型性发展，教育实践的转型变革推动了教育学理论创新，也促进了教育
学术转型。于是，教育转型的讨论在全方位、多层面地展开：或从历史视阈梳理社会变革与教育转型的
关系，或从宏观层面重新讨论“教育是什么”，或从教育活动与改革的基本单位———学校层面展开整体系
统式的分析，还有从微观角度讨论社会转型对学生人格转型的影响。

虽然对教育科学研究与教育实践关系的认识不同，对教育科学研究向教育实践转化的中介、机制等
的理解不同，但随着研究者对教育学学科应用性质的确定，教育科学研究正在高度关注教育实践，教育
科学研究者大多在重新定位自身角色，由单一的知识型研究者转化为实践型研究者，从知识的陈述者转
变为知识的批判性分析者。从现在来看，参与实践正在形成新格局，教育科学研究与教育实践的联系已
形成三条基本途径：一是进行决策咨询。一些重大教育决策出台，一些地区教育规划的制定，一些教育
行政部门重大举措的提出，常常通过课题研究、专家研讨、集体攻关等形式，反映教育学研究者的智慧，
新课程改革是其中典型的例证。二是指导学校具体实践。近年来，众多的教育学研究者开始深入学校
第一线，对学校改革发展中的问题进行把脉问诊，对校本课程、校本培训、校本教研、校本管理提出各种
建议，对教师专业发展、师生关系调整发表意见，对课堂教学做出评论，同时，也注重将自己的研究成果
运用于学校实际，在学校场域中进行验证、修改、完善。三是提炼基层学校的实践智慧。教育学研究者
与中小学教师及其他教育实践者一道，构成研究共同体，在为教育教学第一线工作者的认识活动和实践
活动提供理论支持的同时，也日益注重概括提炼实践中出现的新智慧、新经验，注重从中捕捉具有普遍
性、一般性的做法，注重将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１７］２６－３６。

杨小微、叶澜在对新世纪第一个五年中我国教育学发展进行总结时发现，社会转型的讨论引发了大
量教育观念和教育问题的具体研究，其中一部分是各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如教师专业发展、教育中的
生命意识、知识论的转换问题等等，不难看出教育学科的研究已形成对社会转型背景下教育转型中人的
问题的普遍关注。社会转型引发的问题中，也有一部分反映了不同学科领域的特殊问题，如教育基本理
论中的制度改革研究、教育政策研究与教育法学研究，就是转型催生出来的相对新的学科领域；教育哲
学中关于教育价值的讨论，正是被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冲突所激活；教育社会学中关于教育公平的研究，
如“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正是社会转型中利益矛盾所引发和凸显［１８］。“转型”，
不仅仅是社会背景、时代潮流，而且也已经成为各个学科共同酝酿的学术氛围。教育学的转型问题被教
育研究者从不同方面提出、思考、探索，其中“原创教育学”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１９］。

中国教育学原创性问题的提出，针对的是中国教育学研究一贯的依附状态，要解决的是如何实现中
国教育学研究的“转型发展”问题。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一直是教育学的难题，如何开辟我国教育学
原创性研究之路，成为教育学者关注的重点。期盼建立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教育理论，从而为世界
教育理论贡献自己的智慧。已有不少学者在为此奔走呼号，为此殚精竭虑。例如，以叶澜为代表的研究
群体沉浸“新基础教育”实验十余年，探索转型时期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之路，矢志建立体现中国原
创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呈现出教育科学研究对新世纪“学术转型”任务的独特应答。

五、结　语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我国教育科学研究走过了３０年的路程。３０年来，教育科学研究始终贯穿着对教育学
本土化的追求，而且也在回应时代的诉求中发出了应有的声音。透过纷繁的现象表层，我们不难发现，教育科
学研究３０年，从教育观念、思维方式，到研究领域、咨询服务、教育话语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教育观念的转变与更新
我国教育科学研究从社会推动的发展，到推动社会发展，这并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观念的

转变。从１９７８年至今的３０年间，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自始至终是与教育观念的更新、教育思想的解
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大环境，教育实践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对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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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转变观念、更新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实现转变和更新的条件和可能。另一方面，教育
科学研究的长足进步，推动着人们对教育认识的不断深入，将教育观念“导流”到一个又一个新的彼岸。
几乎任何一次教育观念的更新，都有着理论特别是教育基本理论的支持，正是教育基本理论中对有关问
题的探讨，引发了人们思想上的解放和观念上的突破［２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教育发展的历程，也就是教育观念的不断转变和更新的过程，是不断扬弃旧的认识向更符合社会发展的
方向迈进的过程。事实上，恰恰是我们不断解放思想，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与框架，才带来教育思想上
的变革，才迎来教育实践的新发展。

（二）研究者思维方式的变革
随着教育观念的转变与创新，教育科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从哲学到教育学的简单推演的思维模式，不

再满足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理论到我国教育学理论的简单推演模式，而是以动态、复杂、多向建构的
整体思维模式构建我国教育学，解决中国特有的教育问题。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老三论”（信息论、控
制论、系统论）到９０年代的“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再到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在“新三
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复杂科学，都被引入教育领域，在教育科学研究中产生了一场思维方式的“革
命”［１７］２６－３６：一是提供了分析教育系统的新原理，研究者可以运用既有的复杂科学原理来解释教育系统
的复杂性；二是提供了研究问题的新思维，促使研究者从线性思维转化到非线性思维，从还原性思维转
化到整体性思维，从实体性思维转化到关系性思维，从静态性思维转化到过程性思维；三是提供了重建
教育研究方法的新契机，研究者从系统的复杂性研究中汲取资源，探寻一些与教育系统复杂性相适应的
特殊方法。

（三）研究视野的拓展与深化
与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教育领域的研究更具复杂性和持续性。伴随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教育科

学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校教育”的视野，而是从大教育的立场去认识教育现象的复杂性、相互关联
性和动态变化性。在高度关注传统意义上的基本理论的同时，也适时引入了相关学科的理论来滋养教
育学科，并将其作为分析教育现象或矛盾的“利器”。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引发研究者对人和人的发展
认识不断加深，研究视角也随之发生改变，相应的关于教育的价值取向也随之改变，由此引发研究取向
和研究重心的转移［２１］。在扩展视域的同时，也开拓了教育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新领域。诸如管理
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生态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为教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新视角，将先
前教育学关注较少的问题或现象纳入研究范畴，开启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新空间。生态学的眼光、人类学
的视野、文化的立场，正在成为观察教育的基本方式。

（四）咨询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
关注现实，参与实践，教育科学研究咨询服务功能的进一步增强，是教育科学研究在３０年里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表征。从根本上说，这种增强，既是教育学工作者对自己社会责任的一种自觉担当，同时也是学
科发展、学科建设的一条必由之路。例如厉以宁关于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和教育投资经济效益
的衡量的研究，秦宛顺关于教育投资决策研究，王善迈关于教育投入的研究等，他们所提出的教育财政性
经费占ＧＤＰ４％的结论影响至今；郝克明关于国家教育结构体系的研究，陶西平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闵维
方关于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研究，袁振国关于教育公平的研究，张力关于教育发展战略的研究，周洪宇关
于免费义务教育的研究，谈松华关于教育政策的研究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决策；再如吕型伟创建
的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叶澜的新基础教育，林崇德的儿童发展心理研究，裴娣娜的主体教育，李吉林
的情境教育，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卢仲衡的初中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实验，顾泠沅数学教改实验，邱学华的
尝试教学法，霍懋征的爱的教育，朱永新的新教育实验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基础教育实践。还有朱九
思、刘道玉、杨福家等人的高等教育办学思想，在高等教育实践领域有一定影响［２２］。

（五）教育话语的自主性凸显
教育学话语是现行教育的影像。教育话语既标示出教育学研究的内容，同时也标示出一个时期或

一段时间内教育研究的兴奋点［２３］。从学术话语的变迁来看，它经历了８０年代的“反政治化的政治化”
阶段，９０年代的“知识化和专业化”阶段，以及２１世纪“超越知识的文化追求”阶段。这个过程，也是学
术、政治和大众三大文化系统从混沌一体，到分化独立，再到沟通对话并呈现出融合趋势的过程［５］３－１９。
教育话语的变化意味着研究者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转换，也折射出了对教育学自主性的追求。特别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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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的是，围绕一些学术重大问题的学术争论和学术批评的展开，使得教育学界形成浓郁的学术辩论
之风、争鸣之风。由此，也进一步优化了教育研究领域的学术环境，科学精神得到了伸张，构建中国特色
教育学派的努力初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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